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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我国的开发区建设已历经40年。开发区不仅是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重

要载体，同时也是促进全球资本循环、区域协调发展和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空间。开发

区的发展与转型过程呈现出多重空间生产特征，但既有研究主要借鉴西方理论模型，对

我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独特机制尚待深入解析。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及资本三级循环模型

的溯源，分析我国开发区的空间生产特征、关键影响因素并归纳其演进模式。发现在不

同发展阶段，开发区的空间生产体现出政府引导下的权力嵌入、资本循环与空间重构特

征，并主要受到空间实践主体、资本循环动机及区城互动模式等3方面因素的影响。在

此基础上，总结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分阶段、分环节”演进模式，以合理解释我国开发

区转型中生产环节优先、消费环节滞后的现象，并明确政府在各阶段制度设计与空间实

践中的角色，包括参与者、管理者和服务商等。研究为理解政府主导下的开发区空间生

产提供了理论支撑，并希冀为新时代的开发区转型发展和城市空间治理提供启示。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China's development zones have not only served as

key drivers of the country's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but also func‐

tioned as crucial spaces for facilitating global capital circulation,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advanc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zones exhibit multiple spatial production character‐

istics;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primarily draw upon western theoretical models, leav‐

ing the unique mechanisms of spatial production in China's development zones under‐

explored. By tracing the origins of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and the three circuits of

capital,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patial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key influencing fac‐

tors, and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zon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across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development zones is shaped

by government guidance, capital circul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Three primary

factors influence these characteristics: actors in spatial practices, capital circulation

motives,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zones and cities. Building on these insights, the

study identifies a "stage-based, process-oriented"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spatial pro‐

duction in development zone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prioritizing pro‐

duction over consumption. Furthermore, it elucidates the government's evolving roles

i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spatial practice at various stages. This study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state-led spatial production in development zones and offers theoreti‐

cal insights into spatial governance in urba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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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4年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设立以来，我国开发区已历经

40年发展，成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

重要承载地[1-2]，并为我国的开放型经济

体制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高质量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①。纵观我国以经济

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为代

表的开发区实践历程，其在中央政府设

计的总体制度框架下，兼具权力嵌入、

资本循环、空间转型等多重空间生产特

征，成为考察我国城市空间生产过程的

重要对象[3-4]。
开发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承担

促进城镇化建设、产业经济增长和探索

体制改革的使命，其发展过程包含多个

特色鲜明的阶段已成为学界共识[1, 5-6]；开

发区不断转型升级的现象，被学界形象

地归纳为“二次创业”和“三次创业”

等[7-8]。基于空间生产视角，诸多学者已

运用“空间三元辩证法”[9]以及“资本三

级循环”[10]等模型来分析开发区等战略

空间的多阶段发展与转型议题[3, 11]。然

而，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市场主体为关键

驱动力的开发模式，我国开发区是制度

创新和空间实践的集合体[12]，其快速发

展的核心因素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

结合，既得益于深化改革背景下诸多制

度和政策试验亟须空间平台承载，又受

到对外开放后全球资本流动等外部动力

影响。因此，对我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

研究，在借鉴西方理论模型的同时须结

合现实国情，合理解析其影响因素和归

纳演进模式。本文首先溯源经典理论模

型，初步探讨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开发区

转型议题；其次，结合开发区发展阶段，

解析“三次创业”转型中的空间生产特

征；再次，从空间生产研究较为关注的

权力、资本、空间等三个维度，分析开

发区空间生产的关键影响因素；最后，

阐释我国开发区通过空间生产实现资本

循环的多阶段演进模式，聚焦政府在开

发区实践及转型中所起的作用。研究意

图总结开发区这一中国特色空间生产工

具40年来的建设经验，归纳其空间生产

特征与资本循环模式，亦希冀为新时代

的开发区转型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布局优

化提供一定启示。

1 理论溯源和研究框架

1.1 空间生产与资本三级循环

二战后，欧美城市先后经历重建和

转型，成为资本积累和社会矛盾发生的

核心场所。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

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基于对

资本主义静态空间观的批判，将对实物

生产的思考引申至社会空间领域，提出

了空间生产理论 （the theory of the pro⁃
duction of space）。空间生产理论聚焦空

间、社会和社会生活生产之间的关系，

认为空间是由空间实践 （spatial prac⁃
tice）、空间的表征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和表征的空间 （spaces of repre⁃
sentation）②等三个相互关联的过程所塑

造的社会结构[9]。目前，这一理论已被运

用于我国城镇化研究中[13-14]，并探索了

国家级新区等战略空间内资本、权力等

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过程[11, 15]。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曼纽

尔·卡斯特尔 （Manuel Castells）、尼

尔·史密斯（Neil Smith）等新马克思主

义（下简称“新马”）学者发展并应用

空间生产理论，包括将其与资本剩余价

值等理论结合，开展社会、空间、经济、

政治的综合分析[16]。其中，大卫·哈维

提出的资本三级循环 （three circuits of
capital）③被认为是解释城市空间如何作

为资本主义生产、消费活动产物而被生

产的经典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资本积

累始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第一

级循环），并在生产过剩或市场饱和时转

向建成环境完善或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第二级循环），再随着经济复杂化和社

会需求增强转向科技创新和社会福祉的

方向（第三级循环）。虽然新马学者的解

读易忽视日常生活差异与经验[17]，但上

述模型所揭示的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循

环规律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间

生产及演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1.2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开发区转型议题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城镇化和工

业化发展融合了行政权力嵌入、全球资

本循环及其与城市和区域空间转型的互

动过程；开发区作为政府权力与国内外

资本的重要叠加地带，新马空间生产理

论对其有较好的解释力[3, 18]。通过中央政

府的制度框架和地方政府的实施探索，

开发区成为我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空间

实践现象；同时，作为引入外资推动地

方经济增长的试点区域，开发区亦被视

为全球资本空间修复的工具[18-20]。总之，

开发区的设立大大降低了制度创新、资

本循环的交易成本，其空间生产实践也

促进了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空间转

型。结合空间生产和资本循环相关理论，

有助于解析开发区这一空间生产实践的

转型规律。

同时也要注意，新马空间生产理论

的产生背景与中国开发区的发展背景存

在明显差异。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城市转

型深受发展型政府等理念影响，在国家

推进对外开放、创新驱动等国家战略时，

开发区作为嵌入传统行政区体系的制度

设计[21]，承担着政策试验、管理体制创

新等使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系的进程中，开发区也成为探索国家企

业主义的重要载体[22-23]，汇聚了国家和

地方赋予的诸多政策和资源要素。因此，

有必要在借鉴既有理论模型基础上，把

握开发区作为我国制度空间的特殊性，

系统辨析其空间生产特征、影响因素及

演进模式，见图1。

2 开发区空间生产特征的分阶段

解析

2.1 开发区的发展阶段概述

我国开发区分级、分类设置，已有

诸多研究关注其发展与演化规律[6, 24-25]；
开发区 40年来的实践历程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一是1980至1990年代末期，在

国家正式宣布对外开放、聚焦经济建设

后，开发区实践进入制度试验阶段。

1984年我国在沿海开放城市设立了第一

批经开区，随后在内陆省市广泛推广，

在 1990年代初甚至出现了“开发区热”

现象[26]。二是21世纪初期至2012年，是

开发区制度历经较大改革的阶段。2001
年我国加入了WTO，经济发展随即进入

了快车道，但开发区的政策红利亦逐步

消失；同时，开发区的无序拓展也导致

了“开而不发”和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

引发了中央政府的严厉整顿。2008年国

际金融危机后，国家出台了经济刺激计

划，开发区凭借其产业集聚和城镇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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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再次受到青睐，全国范围内的布

局规模显著增加。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发展理念，经济

发展更为注重质量而非速度。在这一时

期，中央政府更加重视开发区的全面均

衡布局、转型创新和增强开放力度，意

在促使开发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中的链接载体，并以开发区为产业空

间主体打造新兴战略区域[27]，如国家级

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

区等。

2.2 开发区“三次创业”中的空间生产

特征

开发区发展伴随多维度的转型[28-29]，
学 界 相 关 研 究 如 高 新 区 “ 二 次 创

业 ”[30-31]， 以 及 开 发 区 的 “ 三 次 创

业”[7, 32]等。审视开发区“三次创业”转

型的宏观背景和发展模式，大致与前文

所述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第一次创业在

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去中心化探索的背

景下展开，所设立的开发区多为功能相

对单一的工业园区，以招商引资为主要

推进手段。第二次创业以新世纪初官方

明确提出高新区“二次创业”④口号为标

志，各地开发区对产业升级和科技转化

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第三次创业主要

在2010年以后，开发区逐渐向综合性创

新城区转变，诸多开发区蜕变为科技新

城或融入中心城区。此外，近年来已有

学者[8]结合对区域跨界合作等现象的考

察，提出开发区“第四次创业”等概念。

总体来看，开发区转型本质上是空间生

产方式的变化，体现在各时期差异化的

权力嵌入、资本循环及其影响下的空间

重构过程。见图2。
第一次创业源于中央政府赋权于地

方政府，通过设立开发区这类“工业飞

地”来吸引外商投资，并通过成立管委

会和出台“开发区条例”等措施规范其

管理运作。开发区依托优惠政策、劳动

力与土地成本优势等吸引国际资本和技

术，进而参与到全球商品生产与消费循

环之中。第二次创业时，开发区已崛起

为所在城市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同时政

府也在推动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相关政

策侧重于打造创新载体和培育战略性新

兴产业。开发区不仅积极引入科研院所

和企业研发部门，还通过“扩区”整合

城市中的重要科技和产业片区，以获取

更多管理权限和资源从而推动再生产。

第三次创业正值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开发区在区域重

大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并开始推动开发区与所在行政区的尺度

重组和融合发展，许多城市的开发区已

从单一的工业生产载体转变为以产城融

合方式推动城市空间创新发展的关键板

块[33]。

3 我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影响

因素

对比开发区“三次创业”实践与新

马资本“三级循环”模型，可以发现，

开发区第二、三阶段发展进程与该模型

的第二、三级循环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图 3）。其核心原因在于，“三级循环”

模型源自对西方城市城镇化和工业化/后
工业化过程的批判性思考；相比之下，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呈现出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

加发展的特征，作为地区产业经济增长

极和国家开放政策试验地，开发区的空

间生产受到诸多中国特色因素的影响。

因此，可从空间生产理论较为关注的权

力、资本、空间等维度出发，分析开发

区空间生产中的空间实践主体、资本循

环动机和区城互动模式等三类关键因素。

3.1 空间实践主体

国家行政权力的深度嵌入是我国开

发区实践的重要特征，决定了其空间生

产过程主要由政府主导并推动。在城市

土地归国家所有、建设用地指标自上而

下分配等制度下，我国各级政府掌握着

城镇空间的规划权和建设项目审批权，

并通过市场化的机制设计，主导开发区

建设和发展[34]。尤其在开发区实践初期，

地方政府及国有开发公司深入参与其空

间生产，既为土地一级市场的供给与开

发主体，又是二级市场的规则制定者和

重要投资者。

在行政管理方面，开发区受中央和

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监管，其管委会通常

会被授予超出常规的经济管理权限，并

可“托管”周边政区。然而，这类管理

体制具有试验性质，其包容性和灵活性

在释放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也缺乏明

确的法律依据，因而有必要加强制度建

设和提高法治水平。在市场参与方面，

开发区成为各类市场主体集中布局的产

业经济空间，并逐渐融合民众与组织形

成丰富的社会结构。总体来看，开发区

兼具政府职能和市场运作的双重特征和

优势，大部分开发区采用“管委会+开发

公司”模式，既发挥了管委会精简高效

图1 研究分析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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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也利用了开发公司市场化配置

资源的能力，见图4。在这一体制下，开

发区呈现出项目审批和建设速度快、效

率高的优势，但也容易导致管委会权责

范围过大，或盲目追求产业经济发展而

忽视公共事务等弊端。

3.2 资本循环动机

不同主体参与开发区建设的利益诉

求各异，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并促进资本

高效循环，是开发区产业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在中央政府战略指导下，地

方政府及其派出机构承担管理职责，使

开发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元利益主体

实现战略目标和经济利益的博弈平台，

并在不同空间生产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的

目标取向与发展模式。

中央政府为推进改革和促进发展而

在开发区进行政策试验，希冀实现制度

创新和重塑区域发展版图，并产生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地方政府则更关注通

过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提升经济绩效与

政绩表现，因此往往在土地供给、基础

设施建设、财税优惠等方面采取倾斜政

策，以吸引投资。在资本层面，早期的

国际资本以及日益壮大的国内资本往往

被开发区优越的投资环境所吸引，以实

现市场拓展和利润增长为目标。这种多

元资本循环动机促使开发区的发展实践

不断调整，以兼顾国家战略任务的落实

和多方利益主体的需求，从而形成政府

引导、市场驱动的动态发展机制 。

见图5。

3.3 区城互动模式

开发区与所在城市的互动模式塑造

了不同的区城空间格局。作为城市的产

业集聚区，开发区不仅是城市实现空间

拓展和工业投资的承载地，还与城市其

他空间单元形成了紧密的功能联系[35]，
深刻影响开发区的空间生产演化。早期

开发区多布局于中心城区边缘，随着城

市扩张和开发区自身的发展演化，逐步

形成了以下 3种典型的区城空间互动模

图2 开发区“三次创业”转型中的空间生产特征
Fig.2 The spatial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hree transitions of development zones

图3 开发区实践与理论模型间的发展阶段差异示意
Fig.3 Differences between practic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zones and the three circuits of capit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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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见图6。
一是“区政合一”模式，即开发区

的扩展主要在属地政区范围内进行，逐

步与所在行政区深度融合。此模式下，

许多国家级开发区的管理委员会与区级

政府合署办公，实现行政管理一体化。

例如，广州开发区、苏州高新区、常州

高新区均采用该模式，以强化行政协调

与资源统筹能力。二是“跨区管辖”模

式，即通过托管多个行政区，实现跨区

县或跨街镇的统一管理。例如：苏州工

业园区作为国际合作打造的现代化新区，

其管委会直接代管吴中区和虎丘区的五

个街道；北京亦庄新城则由北京经开区

发展而来，跨越大兴与通州两个行政区，

形成跨区治理格局。三是“一区多园”

模式，即部分大城市的开发区通过共享

产业政策、人才资源等，促进全市产业

协同发展，将空间上不连续的产业园区、

创新基地整合至开发区体系之中。例如，

上海张江、北京中关村在既有园区基础

上建设“科学城”，并逐步整合市域范围

内的高科技产业片区，以增强整体创新

能力。此外，近年来各地实践中还出现

了多种类型开发区平台的“多区合一”，

以及在不同地区共建“产业飞地”的多

尺度空间重构现象。上述开发区与城市

的互动模式，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

不断的试错和优化调整中发展演化，以

适应新的产业需求和城市发展格局。

4 我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演进

模式

基于对权力、资本、空间等多维影

响因素的分析，对我国开发区各阶段空

间实践的转型机理及政府的关键作用进

行阐释，并对资本三级循环模型进行适

应性调整，以归纳开发区空间生产的演

进模式。

4.1 第一阶段：创设产业飞地，融入经

图4 开发区空间实践主体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ors of spatial production in development zones

图5 开发区资本循环动机示意
Fig.5 The capital circulation motivation of spatial production in development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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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外循环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赋权各地探

索开发区建设，以引入外资并承接发达

国家产业转移。在生产环节，开发区作

为“三来一补”等贸易模式下的生产基

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并作为“飞地”参

与经济外循环。尽管早期开发区以中低

端加工制造业为主，但其在技术引进、

市场开拓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在消

费环节，开发区主要面向国际市场，但

其发展亦促进了国内资本、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向城市集聚。

本阶段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

创设方面，包括从沿海到内陆梯度推进

开放、设立各类开发区，以及颁布“外

资三法”⑤等法律。同时，国家改革经济

管理与社会管理体制，放宽人口流动限

制，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这

些举措有效降低了开发区空间生产的交

易成本，吸引国际资本、技术和管理经

验，助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祉提升。例

如至1980年代末，已设立开发区利用银

行贷款与自筹资金，共成片开发约 25
km2工业区，并累计批准外资项目 766

个，合同外资金额达13.6亿美元⑥。值得

注意的是，开发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

时，国内消费市场培育则无法在短时期

内形成，使得开发区与周边城市空间存

在显著制度落差，边界内外的建设面貌

出现较大差异。

4.2 第二阶段：生产环节优先，消费环

节滞后

开发区产业经济实现初步积累后，

管委会等管理主体更关注提升工业产出

与财税收益，导致生产环节优先发展的

趋势。一方面，通过不断做大规模经济，

包括拓展园区边界、完善基础设施并参

与城际产业竞争，以开发区作为政策工

具促进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

开始注重开发区的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

以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本阶段不同层级政府的关注点各有

侧重。中央政府重点规范开发区的发展

模式，包括确立“招拍挂”制度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⑦，出台法规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等。地方政府虽在探索市场化开发模

式如设立城投公司等，但仍依赖于规模

扩张为主的土地金融模式，存在非市场

化方式出让工业用地的现象[36]。此外，

开发区凭借其产业高地定位和较高的行

政级别，在重大城市项目及新增建设用

地的分配等方面享有政策倾斜，例如，

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广州开发区等3
个国家级开发区已经成为重大战略项目、

科学装置等的集中承载地，其空间边界

内建设用地占比分别从 2000年的 49%、

33%、19%，已经提升至2020年的73%、

69%、41%⑧。简言之，该阶段在政府、

市场等多方推动下，开发区的生产环节

不断完善；但消费环节受制于民众消费

能力不足、政策与人口红利减弱，生产

与消费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

4.3 第三阶段：推动产城融合，完善国

内大循环

进入存量发展时代后，开发区实践

进入新阶段。一方面，开发区与城市建

成空间的叠合，使产城融合成为转型发

展的关键，尤其是各大城市的成熟开发

区已逐步成为城市副中心。另一方面，

随着产业升级与企业外迁，传统开发区

图6 开发区与城市的典型空间互动模式分析
Fig.6 Analysis of typical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s between development zones an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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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产业园成为城市更新和创新转型的

主要载体。因此，亟须优化开发区消费

环节，以支撑“双循环”新格局，并推

动发展成果最大限度惠及人民。

本阶段政府既关注解决开发区的实

际问题，又将其视为治理创新的关键抓

手。从问题导向看，面对全球经济外循

环的不确定性，政府认识到打通和完善

经济内循环的重要性，要求开发区承担

协调区域发展、推进制度创新等功能。

因此，针对开发区产业单一、管理体制

不畅等问题，政府推动其向城市综合功

能区转型。从目标导向看，政府致力于

通过产城融合，构建多元化区域创新体

系，使开发区成为创新城区的核心载体，

带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例如，截至 2022
年，国家级经开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

约 12%，但外资使用比重从 2013年超过

56%的峰值下降至约 23%。同时，全国

东西部合作共建的经开区、对口援疆援

藏援助边（跨）境合作区等数量已经超

过500个⑨，成为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和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总之，开发

区已成为促进城市消费的重要工具[37]，
并逐步发展为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的空

间载体，承担着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职能。

4.4 开发区的空间生产演进模式总结

总体来看，政府在不同时期对于开

发区生产与消费环节的重视程度与推动

力度存在差异，导致开发区的空间生产

呈现出“分阶段、分环节”的演进模式，

既体现了政府主导、市场参与下资本多

级循环的特征，也反映了不同阶段中生

产与消费环节推进速度的不均衡（图 7）。
其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各阶段承担制

度设计与优化的核心职能，并在实践过

程中分别扮演着参与者、管理者和服务

商的角色。同时，国内外市场主体、城

市居民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也在不

断完善的开发区制度框架下深度参与其

发展与转型。

政府在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各阶段，

不断调整其职能作用。在开发区创设阶

段，各级政府通过空间开发和规划建设

方面的制度创新，如建设用地折价入股、

土地出让方式改革等，为开发区空间生

产的有序推进奠定了基础。在产业空间

主导阶段，管委会往往侧重于满足企业

的生产与扩张需求，推动科技创新的产

业化应用。在消费空间完善阶段，管委

会及地方政府则通过针对产业空间的城

市更新、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等手

段促进产城融合，并积极优化创新生态，

与市场主体共同推动消费空间的发展与

完善。

5 结语

我国开发区在40年的实践中存在多

阶段的空间生产进程。本文通过分析我

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特征与传统理论模型

的差异，深入辨析空间实践主体、资本

循环动机，以及区城互动模式等影响因

素，总结形成适用于阐释我国开发区空

间生产的分阶段、分环节演进模式。

研究发现，我国开发区的空间生产

经历了 3个阶段的演进：第一阶段，通

过引入外资使得开发区融入全球产业分

工；第二阶段，依靠财税优惠和生产空

间建设推动生产环节的优先升级，但消

费空间的打造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第三

阶段，聚焦产城融合、创新驱动与区域

协调，逐步引导国内外资本促进消费环

节的完善。与西方城市的空间资本化过

程相比，我国开发区的空间生产模式展

现了政府在制度设计与空间实践中的核

心作用。在空间实践主体、资本循环动

机、区城互动模式等 3个方面特色因素

的影响下，各级政府推动了开发区的权

力嵌入、资本循环和空间重构，通过对

市场机制的适应性调整，构建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空间生产模式。

今后一段时期，开发区将继续在我

国“双循环”格局、新质生产力发展中

发挥桥梁和载体作用，而深化对其空间

生产过程的认知，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

城市理论。本研究归纳形成“分阶段、

分环节”的开发区空间生产演进模式，

有助于剖析我国政府驱动下开发区和城

市空间的发展规律。但是，研究主要归

纳了开发区总体的空间生产模式，其探

讨对象主要是经开区、高新区等综合性

国家级开发区，并不能穷举所有的开发

区类型与模式。未来研究可扩展分析不

同类型开发区的空间生产模式，以进一

步丰富相关理论内涵。

感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赵民教授对文章初稿的指点，感谢匿名

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感谢

编辑老师在文章发表过程中的帮助。

注释

① 参考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对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网址为：

https://www. gov. cn/yaowen/liebiao/

202410/content_6981715.htm。

② 三者分别指：①既包括物理空间，如城市

环境、建筑等；也包括塑造空间的过程，

例如空间的使用和的日常活动。②空间通

过符合表征来感知，例如图像 （地图）、

语言等。③空间中嵌入的社会和政治权利

关系，例如意识形态、制度结构等对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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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分阶段、分环节”演进模式
Fig.7 The multi-stage and multi-process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spatial production in development zones

资料来源：基于哈维资本三级循环模型改绘

57



2025年第 2期 总第 289期

影响和反馈。

③ “资本三级循环（回路）模型”是哈维基

于空间生产理论与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的

总结。哈维对此类通过地理空间扩张和重

构以解决资本过度累积危机的方式予以强

调，可称为“空间修复”。

④ 2001年9月在武汉举行的国家高新区所在

城市市长座谈会，提出了高新区的“二次

创业”口号。

⑤ “外资三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

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法》。

⑥ 相关数据参考《中国经济特区与沿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年鉴》（1980—1989年鉴）。

⑦ 相关政策参见《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国 发 〔2006〕 31

号）等。

⑧ 研究以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和广州开发

区为案例，根据各开发区2020年涵盖片

区，在GPS平台基于Landsat的30m分辨

率土地覆盖数据集，进行处理和计算。

⑨ 相关数据统计自历年《中国开发区年鉴》，

以及各年度“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

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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